
摘要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不斷創新與日新月

異，犯罪手法日趨組織化、國際化與科技

化，進而增加查緝難度，國內之檢、警、

調、海巡、憲兵等司法警察機關，於執行公

權力時，已無法完全利用傳統之偵查技巧蒐

集獲得相關資料，故多需仰賴及運用高科技

定位技術來維護國家安全或進行犯罪偵防，

例如透過衛星定位系統、通訊監察設備所顯

示之基地台位置及監視錄影系統等方式，對

人民進行追蹤和監控，藉此蒐集相關不法犯

罪事證，然上述高科技設備之運用過程中對

部分之善意第三人，於憲法上所賦予的居住

遷徙自由、秘密通訊自由或隱私權等基本權

利造成侵害，但近年來之犯罪手法及手段不

斷精進，將上述科技設備運用於犯罪偵查

中，即不見得蒐索所需的資料，更何況予以

摒除，然而，對於運用這些科技設備進行犯

罪偵查的要件與程序為何？現行法律有無明

文規定？現行法規所訂定之要件與程序是否

完整，相關司法警察機關因如何在公益與私

利間取得平衡，即為本文所欲探討之重點。

關鍵詞：�科技設備、犯罪偵查、證據排除、

通訊監察、衛星定位

壹、前言

自103年海巡署王姓士官長為查緝私菸而安

裝衛星定位系統追蹤器於他人車輛底盤1後，

有關偵查機關以衛星定位系統取得他人位置

資訊行為定性之爭議甚囂塵上，其本質究竟

屬於任意偵查抑或強制處分，若係後者則現

行法是否存在可適用之相關規定，又或者於

立法論上應以如何之體制建構等等爭議卻並

未隨著最高法院表明立場而消失。1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除廣為人知之美國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系統外，尚有俄

羅斯之GLONASS系統（ГЛОНАСС）以

及歐盟之伽利略（Galileo）系統等，惟台灣現

行多數定位系統仍以美國GPS系統之訊號為

主，故本文就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產生座標

回傳之偵查方式，仍以GPS偵查代稱之，合先

敘明。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於偵查中使用

之合法性及立法制度之初探
許淑媛＊

＊本文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士及碩士，中正法博士候選人，大洋法律事務所執行長
註1：歷審判決參照：高雄地院104年度聲判字第81號、105年度易字第110號，高雄高分院105年度上易

字第604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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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高等法院104年上易字第352號判決：「即如馬賽克拼圖一般，乍看之下微不足道、瑣碎的圖案，但

拼聚在一起後就會呈現一個寬廣、全面的圖像。個人對於零碎的資訊或許主觀上並沒有隱私權遭受

侵害之感受，但大量的資訊累積仍會對個人隱私權產生嚴重危害。是以車輛使用人對於車輛行跡不

被長時間且密集延續的蒐集、紀錄，應認仍具有合理之隱私期待。」

註3：蔡聖偉，〈私裝GPS跟監與刑法第三一五條之一—評臺灣高等法院一○○年度上易字第二四○七號

判決〉，《月旦裁判時報》，32期，2015年2月，第35頁。

貳、定性

一、以侵害基本權利與否作為強制處分

與任意偵查之區分

對於強制處分與任意偵查之區隔，已不再

侷限於物理性手段施強制力限制人民基本權

利，一般係以該作為是否侵害憲法所保障之

基本權利為標準。

二、是否侵害隱私權

首先，必須先說明的是，隱私權的侵害及

活動是否公開，應為兩個獨立的分別要素，

即便這兩個概念在多數時候十分相似，彼此

之間也具有高度的正相關，然而，卻是個別

存在的兩個不同概念，不應混為一談；在刑

事實體法的層次，由於刑法第315條之1條文

明文「非公開」的構成要件，因此不可避免

的，非公開的活動勢必是成罪的待證前提，

而在刑事程序法的層次，如上開之述，對憲

法上基本權利的侵害將會進一步衍生法律保

留以及比例原則的誡命，此時是否侵害了人

民的隱私權或其他權利即屬關鍵。

對隱私權的侵害不應單純理解為存在侵害

與否，處於交際往來之社會中，任何人實然

皆或多或少地遭受隱私的侵害與剝奪，他人

能夠獲知吾人公開、表露於外的一切資訊，

無論被獲知者是否願意，然而，這是我們所

應該能要預見以及接受的，當我們踏進這個

社會成為其中的一份子，這就是我們所預料

到將付出的代價。

因此，隱私權事實上應該是以不同程度區

分，只有在當被窺見的程度已經大於我們所

預見、一般認為會被侵害的程度時，此時才

該當對隱私權的侵害。

由是觀之，道路乃開放空間，開車行駛在

公開場合上應當能夠合理預見並且接受此時

任何人皆能窺視探測該車此時之位置所在，

因此難謂此種情形之下隱私權受到侵害。

然而從學說到實務見解2，許多意見都在此

時援引美國法上的「馬賽克理論」（或稱

「鑲嵌理論」），認為縱然個別瞬間之位置

資訊係屬公開，亦不具有合理隱私期待，然

而藉由大量、長時間的密集拼湊，將能夠由

點而線，由線而面的獲知鉅量資訊，對於被

定位者的隱私權將造成嚴重危害。

學說見解對此產生的批評是，既然實務也

承認，路人均可見到被害人的車輛於某時經

過某處，亦即，對於每個路人來說，車輛在

該時點從他的眼前經過這件事，無疑是公開

的。既然每一小段的行駛經過都是公開的活

動，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累積加總在一

起就會導致質變？3

然而本文認為，首先在量的層面，即便如

前所述，當我們行走活動在公開空間時，勢

全 國 律 師

2月號／80



註4：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

內容者，不得作為證據。但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實施通訊監

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五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罪者，不在此限。

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

得作為司法偵查、審判、其他程序之證據或其他用途，並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予以銷燬。違反第

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

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或其他用途，並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予以銷燬。」

註5：林鈺雄，《刑事訴訟法》，7版，2013年9月，第302-303頁。

註6：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第1項各款參照。

註7：林裕順，〈GPS偵查法治化研究〉，《月旦裁判時報》，68期，2018年2月，第22頁。

註8：李榮耕，〈科技定位監控與犯罪偵查：兼論美國近年GPS追蹤法制及實務之發展〉，《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44卷3期，2015年9月，第933頁。

必已然認知到並接受自己的活動被探測窺見

的事實，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認知並接受自

己24小時無時無刻的活動位置都被縝密詳實

沒有遺漏地記錄下來；此外在質的層面，若

行為人駕車前往無人的野外山區又或者停留

於自家封閉車庫，此時是否代表相對地因為

並非公開而無法為位置偵查？

以GPS持續發送訊號以及無論公開或非公開

皆一併監錄的特性觀之，往往能夠在一定時

間內取得大量確實的位置資訊，並且系統化

地歸納整理為可再現之資訊，存在調閱分析

之可能，此外由於其不可控性亦如通訊監察

可能造成本案外之不必要侵擾之危險4，因此

在一般的情形下會構成對於隱私權的侵害，

僅在少數的短期、公開監看的例外情形並不

會造成隱私權侵害。

三、作為強制處分，應有法律保留原則

之適用

（一）�侵害隱私權之前提下即有法律保留之

適用

如前所述，既然GPS監察於一般情形下會造

成隱私權侵害，屬於強制處分，亦即刑事訴

訟上基本權干預5之性質，據此受有法律保留

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拘束。

（二）依現行法律之適用空間

1.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基於秘密對於隱私權的侵害特性、擷

取人民資訊之性質，或有認為應以通訊

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之規範作

為GPS之適用依歸，然而由通保法本身

之條文6觀之，其所稱之通訊乃指：「①

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

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

有線及無線電信、②郵件及書信、③言

論及談話。」此外，多數學說亦認為通

保法之通訊乃指通訊雙方含有思想表示

之內容7，蓋單純位置標點之發送並不

包含意思思想之內涵，因此不屬於通保

法之通訊，亦無相關規範之適用。8

2.警察職權行使法

由於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1條明文警

察於特定情形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

得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於一定期

間內，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

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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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薛智仁，〈GPS跟監、隱私權與刑事法—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月旦

裁判時報》，70卷，2018年4月，第44-45頁。

註10：對跟監的質疑，參見李錫棟，〈跟監對基本權利之干預〉，《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9期，

2004年3月；范里，〈跟監應屬刑事訴訟上之基本權干預—評最高法院102年度臺上字第3522號

判決〉，《刑事法雜誌》，58卷2期，2014年4月。

註11：對於日本糾纏騷擾行為罪，參見黃士軒，〈概觀日本糾纏騷擾行為罪的處罰現況〉，《刑事法評

論》，第5期，2017年6月。

註12：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522號判決參照。

註13：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判決參照。

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

GPS偵查是否於此範圍內遂成重大爭

議。然而首先該條款之適用，乃被動對

犯罪之防止、預防而非主動積極之犯罪

偵查追緝，不應混為一談。

此外，實務上之GPS偵查往往亦未取

得警察局長之書面同意，如此情況之下

其所自為之GPS偵查，自亦有違法。而

值得思考的是，最高法院及學說理所當

然地論證人力跟監及GPS跟監二者之不

同，乃係建立在人力跟監合法，而GPS

跟監僅只係以科技設備取代人力所實行

之偵查追緝手段，此時自然應論理GPS

為何不能該當人力跟監之規範，惟有學

者提出如此地思考或有未全之處，GPS

乃獨立之型態，應單獨就此型態之偵查

獨立分析9，且就跟監本身之合法與容

許性部分，亦並非全無疑問10，從我國

新修正刑法344條之1加重重利罪以及

日本糾纏騷擾行為罪11觀之，也能夠發

現對於單純跟蹤所造成的侵害以及保護

必要日漸升高。

最後退萬步言，縱然人力跟監偵查係

屬合法，於以GPS替代人力跟監之場

合，一來人力有時而窮，反之GPS卻能

精密確實地將每一瞬間之位置資訊客觀

紀錄，對隱私權之侵害不可同一而論，

二來若於人力不可至之偏遠或非公開位

置，GPS亦能追蹤之，不可否認GPS所

能偵查之範疇確實較諸人力跟監更深且

廣；此時GPS已然逸脫跟監所能及之預

想及授權範圍，縱然合於跟監之發動，

不代表得以之作為GPS合法之根據。

3.刑事訴訟法規定

(1)刑事訴訟法第230、231條

傳統實務曾主張跟監雖侵害隱私

權，惟乃不具強制性之任意偵查方

法，刑事訴訟法第230、231條既然

規定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知有犯

罪嫌疑則應開始調查，則得依據上

開規定獲得授權12。

然而該規範事實上應僅具組織法

之意義，揆諸法律保留之根本精

神，作為授權基本權干預之法律亦

應符合明確性之要求，以概括條款

作為授權依據實乃謬誤，實務亦於

後續判決13中更正其立場。

(2)刑事訴訟法第122條

於刑事訴訟法中，更有作為GPS授

權依據之可能者乃搜索之相關規

定，事實上，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

發展，對於隱私的侵害可能衍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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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4：薛智仁，前揭註9，第48-49頁。

註15：姜宜菁、廖炳棋，科技辦案法制化∕緝凶蒐證。

註16：朱志平，〈GPS定位追蹤於刑事偵查程序之運用及其授權基礎—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

度上易字第604號刑事判決出發〉，《法令月刊》，68卷9期，2017年9月，第128-129頁。

註17：薛智仁，前揭註9，第57-59頁。

種不同的態樣，此時亦非不許適用

關於搜索之授權條款，而不必執著

於是否係屬物理上獲取有形證據的

形式。

然而有認為GPS偵查真正無法適用

搜索規定之原因在於，搜索於法律

上基於立法者所賦予的公開性原

則，存在其極限而不能適用於諸如

通訊監察及GPS偵查等無法對當事人

公開之搜索方法，故而因為其執行

方法欠缺公開性而不符合現行法的

搜索定義，換言之，刑事訴訟法第

122條並非GPS跟監的法律依據14。

(3)應以針對特定類型之法制規範

就現行可能適用之法律而言，皆

未有可行之規範條款，故而較妥適

之作法應為以獨立類型規劃設計GPS

之授權依據。

參、法制建構之發想

一、增訂之位置

法務部對於GPS偵查立法之修法草案，擬將

其納入現行之通保法中，規定司法警察要使

用GPS監控辦案，需先取得檢察官同意15，學

界方面則有以通保法增訂16以及於刑事訴訟

法中增訂17等不同意見。

本文認為，較為妥適之作法乃係於刑事訴

訟法另闢專章又或另修專法，由於通訊保障

監察法乃針對含有意思思想表示內容之監

聽，所可能侵害者以及應規範之密度、嚴格

程度與GPS應有所別，兩者間之發動條件若堅

持一致則將有過度僵化之疑慮，不應一概而

論。

二、二分模式為基本決定機關之架構

而GPS偵查發動之決定者，本文認為由於其

並未達到如搜索、通訊監察等之隱私權侵害

程度，且為求偵查中之效率，應以二分模式

作為決定之依歸，亦即偵查中由檢察官決

定，而審判中由法官決定，惟大部分發動之

情形為偵查中，檢察官乃一般情況下之決定

者，乃屬當然。

三、允許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緊急情

況下之無令狀例外

囿於檢察官與員警之人數相差懸殊，縱然

檢察官為具有權限之偵查主體，然而事實上

執行第一線勤務者絕大多數情況下皆為司法

警察或司法警察官，此時若如前述以檢察官

之令狀為必要，則勢必將大為妨害偵查之效

率及機能，產生如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2項

之弊，將架空GPS偵查，故本文以為應允許司

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於必要時得於若不及時

架設GPS則勢難取得架設之時機又或被監控人

即將離去之例外情形，自行先為裝設GPS，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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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通保法第12條第1項：「第五條、第六條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不得逾三十日，第七條之通訊監察

期間，每次不得逾一年；其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釋明具體理由，至遲於期間屆滿之二日前，提

出聲請。但第五條、第六條繼續之監察期間，不得逾一年，執行機關如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依

第五條、第六條重行聲請。」

註19：本案結論認為GPS偵查構成搜索，必須取得令狀方為合法。更多本案的相關討論，參見金孟華，

〈GPS跟監之程序適法性─從美國United States v. Jones案談起〉，《月旦裁判時報》，第68期，

2018年2月，第24-35頁；林利芝，〈從美國最高法院United States v. Jones案分析美國政府運用

GPS定位追蹤器探知個人位置資訊之適法性〉，《月旦法學雜誌》，272期，2017年12月，第177-

188頁。

註20：劉靜怡，〈政府長期追蹤與隱私保障〉，《月旦法學教室》，116期，2012年6月，第9-10頁。

註21：林鈺雄，〈干預保留與門檻理論—司法警察（官）一般調查權限之理論檢討〉，《政大法學評

論》，96卷，2007年4月，第33-34頁。

當無令狀之急迫例外。

惟前開情形，先行無令狀GPS偵查之司法警

察及司法警察官事後亦應有數日內須陳報檢

察官並取得其審查許可之事後陳報義務。

四、同通保法存在最長期間之限制

此外，如通保法之規定18，GPS偵查作為當

事人不知自己受監察之型態，亦應有最長期

間之限制，因如前述，隱私權的侵害乃如光

譜般的存在，隨著連續監控的時間越長，也

隨之造成越大的隱私權侵害，存在最大限度

的監控極限，並於例外情形得釋明具體理由

繼續之（惟此時應由法官檢驗是否有理由得

繼續監之），方能有效避免人民之基本權利

遭受無邊際之鉅量侵擾。

肆、結論

我國近期對GPS監察於刑事實體法及程序法

上之熱烈討論濫觴於數年前之海巡士官GPS監

察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12年1月底亦於

United States v. Jones案19中否決美國政府主張

「個人對於自己在公共場所移動而產生的虛

擬資訊無隱私期待可言」的立場20，可見對

於隱私權之期待以及隨之而來的侵害之理解

皆已非同以往，重要性及關注度亦較往日高

出許多。而GPS監察所產生之隱私權侵害，縱

然在認為人力跟監合法的前提之下，相較人

力跟監所產生之差距已然不僅止於以科技設

備取代人力如此而已，當我們行走在公開的

街道上時，可以預想得到此時與我們相對的

任何人都能夠觀察到我們暴露在外的一切訊

息，我們也接受這樣微量的隱私權侵害作為

社會化的代價；然而我們卻應該不能預想得

到當我們行走在公開的街道時，每一個位置

座標都將被持續地、系統性地記錄、整理為

資料檔案，並且可能再現、歸納以獲取解讀

更多有關我們個人生活的資訊，這樣的侵害

程度和前述路人照面的瞥見，事實上已然完

全不同，縱然有學者提出並非一概侵害基本

權利即屬強制處分並隨之產生法律保留及比

例原則之適用，而係從層級化刑事訴訟之基

本權干預出發，承認在一定門檻以下的微量

干預措施，司法警察（官）得以一般調查權

限之條款作為干預的授權基礎，在這樣的授

權範圍下屬於任意偵查21，然而GPS所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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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已逾越微量干預之範疇，GPS偵查已侵害

憲法所保障人民之隱私權，屬於強制處分之

範疇，基於憲法之誡命，應以法律規範明文

其授權、救濟等制度，以落實正當法律程

序。自然該當強制處分而有適用法律保留及

比例原則之必要。

在現行法皆未能作為GPS偵查之授權基礎條

款時，此時即有迅速將GPS偵查法制化之必

要，本文認為以刑事訴訟法專章或是立專法

之方式，由二分模式決定強制處分之發動，

並賦予第一線之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急迫

時無令狀之例外，同時可兼顧偵查之速效及

對人民隱私權之保障，應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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